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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日本学者斋藤幸平出版了《人类世的“资本论”》一书，该书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

关注与热销。一时间，“去增长”成为学界与媒体争相关注的话题。其实，“去增长”并不是斋藤

幸平首创的概念，1972 年法国左翼政治生态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就首次提出了“去增长”

概念，这个术语很快便被引用到《增长的极限》一书之中。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增

长与全球生态资源之间的不兼容性，“去增长”由此成为号召可持续发展的响亮口号。

单从学术史上看，“去增长”的生态意涵时至今日已经平平无奇，斋藤幸平重提“去增长”

能够引发热议，其实源于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忧虑。自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新自

由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能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相反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与民主危机引发了

“去增长的经济”
——从生态批判到政治批判

祁　涛

【内容摘要】　“去增长”理论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生态批判的重要理论，以斋藤幸平为代表的当代

学者们通过重解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力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生产模式的不可持续

性，并以“社会的新陈代谢”为核心主题试图勾勒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图景。“去增长”

理论正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但该理论以退缩的姿态简单地拒斥生产力的发

展，未能辩证地处理人类的有限性与自我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从理论

到现实的展开，依然需要借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发展，由此持续创造非资本主义

模式的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始终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双

重维度回应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危机，为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提供世界性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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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的政治倒退与社会解体。特别是人们意识到现有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不仅无力弥补生态恶

化，而且也不能再维持经济持续繁荣的增长神话，于是“去增长”开始更加明确地从生态批判转

向政治批判，从寻求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转向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方案。从这

一点来看，“去增长”的议题可以透视出未来世界重大变革的话语征兆。

“去增长”：一个资本主义批判的概念

自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兴起之后，寻求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成为经济活动的目标，也是经

济学以科学体系与方法加以把握的对象。由于经济活动必然广泛调用自然资源，所以经济系统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联系很早就受到关注，例如在农业生产领域，土地肥力的限度制约着农业生

产，表现出自然条件对经济生产活动的限制。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经济生产与生态议

题加以批判性理解，关于经济活动的自然限度讨论都不关心生态问题，通常只是关心经济增长如

何突破自然限度。相较于经济活动的社会伦理批判，关于经济生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基本上不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内。

在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生产规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经济生产的循

环过程还不够发达，它对于自然的控制尚不充分。到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积累开始突

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它单纯地追求扩大资本再生产的规模以进一步获得剩余价值，最终在世界市

场的范围内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马克思称这一景象是“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

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①在这个历史阶段，资本主

义生产已经不再满足单纯地控制自然，它通过日益增强的生产过程持续提升着对生态资源的汲取。

由于利润率下降的倾向，建立在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矛盾，体现为资本主义的过度

积累，最终造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过，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就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

生态也就始终被捆绑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议题之内。所以，表面上看生态问题是关于可持续发展

的环保理念，实质上它是伴随着经济危机必然会出现的危机，需要与资本主义危机联系起来加以

考察。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最核心的关联就是“增长”。资本主义经济所圈定的经济增长主要指

向由生产效率的提高引起的经济发展。但是，如何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经济的发展或倒退，指数

型指标的增长与下降就成了定量的依据。一个可跟踪的经济指数将不同形式的标准化数据合并成

一个单一的综合数字，这个指数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会上升，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会下降。② 

由此，能够被指数化的增长数据取代了较为宏观的经济把握，“增长”在计算主义与科学主义的

助推之下，更加刺激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经济政策，用以稳定经济的持续增幅。由于资本主

义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经济总是格外担心经济下滑之后所引发的总体矛盾，通过分析各类经

济指数试图保持经济增长，使得资本主义从“为积累而积累”转到了“为增长而增长”。在这个

阶段，经济活动不仅追求经济增长，而且依靠经济增长去化解不断出现的各类危机，由此陷入恶

性循环，即片面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生产过剩与过分商品化，又更大地消耗着生态资源，进一步

破坏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既然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制度又使之永恒化，霍布

斯鲍姆才会感慨道 :“扭转或者至少控制经济对生物圈的影响与资本主义市场的命令——即追求

利润的持续增长最大化——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冲突。”③资本主义式的增长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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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已经是非此即彼的存在。

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式的增长，当代的“去增长”理论往往采用“社会的新陈代谢”（societal 

metabolism）去表达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像生物体的新陈代谢是指生物体维持生命所进行的能

量交换，所谓“社会的新陈代谢”则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功能表达与社会再生产相关的能量

与物质流动关系。在当代的政治生态学语境之下，该术语更具批判性地指向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物

质和能量流动的社会权力关系。④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用经济增长指数勾勒出经济增长的线性

发展模式，“去增长”理论则用“社会的新陈代谢”替代性地提出不断降低生产消耗的循环型经

济模式。通过不断减轻社会生产的新陈代谢规模，“去增长”并不是简单地降低生产的能量消耗，

而是要改变生产本身的功能、规模与目标。这就如同一个肥胖的人通过减轻体重去恢复身体机能

的平衡，减轻体重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持续性地保持身体的健康。“去增长”

理论同样也是通过减轻生产上的资源消耗，改变过度消耗生态资源的生产模式，将其替换为更加

低耗能的人类生存方案。

根据上述讨论，“去增长”理论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去增长”也渐渐成

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概念之一。在理论探讨的初期，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

突破了自然的内在限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的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一阶段的理论，还

停留在反思资本对生态的破坏关系，所以呼吁资本主义自发调整到更为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随

着理论讨论的深入，“去增长”理论更加深刻地洞察了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通过采用清洁能源、将重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等改良方案适当平衡了矛盾。

事实上，生态问题只是在世界范围内被“稀释”了，进而成为世界性的总问题。⑤在这个背景下，

资本与自然危机的关系被进一步聚焦在资本对自然的私有化、商品化与货币化，资本使自然成为

一种资本，最终造就了以资本主义生产面貌塑造的自然。⑥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生态问题就远远

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议题范围，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转到了反对资本主义本身。因此，当代

的一些“去增长”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是以全新的社会方案去看待“去增长”，它指向了后资本主

义的经济模式与社会制度，它也标志着生态批判与政治批判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斋藤幸平的著作《人类世的“资本论”》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获得了广泛关注，他在该书中

重新塑造了一个“去增长”的晚年马克思形象，并且积极地与社会主义的经典社会理论相结合，

最后用“去增长共产主义”来明确指出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图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表

述里，共产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时期发达的生产力，又扬弃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所以不断

发展生产力既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又是政治变革的前提条件。斋藤幸平指出，晚年马克思放

弃了“生产力至上主义”，他追求的共产主义“是一个平等的、可持续的去增长型经济”。⑦相较

于其他“去增长”理论在政治策略上的乌托邦倾向，斋藤幸平的“去增长共产主义”却表明共产

主义不单单是在生产力、所有制与伦理关系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更是率先预设了更加可

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可以说，斋藤幸平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翻新”了人们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同时也将“去增长”的话题转向了“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根本议题。

“稳态经济”：一种后资本主义的政治想象？

如果更进一步考察“去增长的共产主义”所运用的思想资源，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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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为关注的焦点。斋藤幸平强调了晚年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转变，他以 1868 年作为

重要的思想分水岭，区分了两个不同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晚年马克思以支持“稳态经济”

的立场改变了“生产力至上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斋藤幸平的“去增长共产主义”是

否站得住脚，是否真正在政治批判上突破了政治生态学对“去增长”的圈定，必须率先考察他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是否合理。

首先，在斋藤幸平看来，以《共产党宣言》为经典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生产力至

上主义”。这种观点赞美了生产力的发展，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创造一个更加富裕的社会，并且

这种发展将自然的限制看成需要克服的对象。⑧的确，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都强调了社会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相应观念变革的决

定性作用。马克思同样从社会生产力出发理解资本主义本身，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

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

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问题持有辩证的立场 ：资本

主义前所未有地加快了物质生产力的增长，同时也不断积累着空前的危机与矛盾，这为新的社会

形态创造着积极又客观的前提条件。

其次，斋藤幸平发现马克思在 1866 年受到李比希“新陈代谢”理论的启发，1868 年开始阅

读弗腊斯的生态学著作，他的《资本论》写作也出现了“生态学的转向”。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专

门开辟了生态学批判的议题，而是马克思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保证超越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严重破坏了生态的“新陈代谢”之后，下一阶段的生产将不再具备对

应的自然条件的基础。⑩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是从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政治批判开始，

以马克思历史性地分析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为标志，最终凝结为《资本论》作为最成熟时期的

思想成果。斋藤幸平在《资本论》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掘出“生态学的转向”，在他看来，

马克思意识到考察历史运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除了需要关注社会历史本身的辩证运动，还需要

始终关注社会历史的自然前提与生态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问题也不仅是资本运动的辩

证过程，还必然关涉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作用。

最后，关于晚年马克思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即关于东方社会的通信

与“人类学笔记”——斋藤幸平认为马克思真正转向了“去增长”的立场。斋藤幸平重点考察了

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业公社是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生产形式，这种长期存在的集体生产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阶段，却能直接占有现

代世界的积极成果。在斋藤幸平看来，马克思是在“去增长”的立场下转而支持了“稳态经济”

（steady-state economy），这种经济模式是没有经济增长的静态循环经济。俄国的农业公社正是这

种“稳态经济”的典型，由于这种经济模式总是重复同样的生产，所以对于自然的消耗稳定在较

低的程度，又由于农业公社在生产资料分配上的平等，又维持了共同体内部的平等关系，所以无

论在政治还是生态层面，“稳态经济”都与资本主义追求增长的经济模式完全不同，它是实现人

与自然可持续的、平等的新陈代谢互动的基础。⑪

乍看上去，“稳态经济”的提法在“去增长”的话语中似乎很新奇，其实在 20 世纪现代化理

论与世界史的讨论中早已出现，经常用来概括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

种典型的“稳态经济”，只不过在以前被理解为只是活跃在东方世界的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亚

细亚生产方式”一般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体，劳动者与劳动的自然条件天然统一，又较少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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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行商品流通，往往长期稳定在农耕社会的形态。马克思曾评论这一模式的稳定前提在于“单

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⑫在历史阶

段论的框架下，亚细亚社会的稳定被看作长期停滞不前，无法凭借自身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

所以不得不从外部打破亚细亚社会的稳定性，从而获得突破性的发展。然而，“稳态经济”的历

史形态在 20 世纪受到诸多非议，这些责难指向了历史阶段论的目的论倾向，它预设了资本主义

工业社会是亚细亚社会的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这种预设直接否定了依靠农业的“稳态经济”

不具有自我突破的历史能动性。

无论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缺乏历史科学性的批评，还是身处东方社会的学者对该提法是“东

方主义”的反驳，亦或者对单一线性史观的批评，这些争论都难以掩盖传统东方农业社会在现代

化过程中的强烈焦虑。这种焦虑既来自先行的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也有现代化进程中对于

自身进程的不断反思与追问，后者不停地加剧着集体性的焦虑 ：既不愿意做西方现代化亦步亦趋

的追随者，又要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状况下发展出内生的、独特的乃至超越现代性的方案。不过，

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来自亚细亚社会传统的学者只是对增长动力持有不同解释，却并

不赞扬维持一种“稳态经济”呢？

事实上，“稳态经济”不能被孤立地看待为一种经济模式，它是在资本的全球化全面展开之

后被“事后”追认的模式，换句话说，在“稳态经济”所处的社会形态被吸纳到全球资本体系之后，

它才被指认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资本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

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

和民族偏见”。⑬

更进一步说，任何一种前资本主义的，但仿佛具有直接超越资本主义潜力的“稳态经济”始

终处于空间与时间的双重资本权力关系之中。从空间权力上讲，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与扩张

是共识性的均质模式，但在它与各个主权国家相结合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既是经济支配又是

政治支配的空间关系。由于全球的不均衡发展，发达地区对于非发达地区的支配实际上主导了非

发达地区被吸纳进全球体系的形式，非发达地区越是在这个过程中表现“活跃”，就越是为资本

主义的不断再生创造价值。一旦出现经济发展的滞后，又会进一步加剧被支配的从属地位。所以，

空间权力始终是资本主义普遍权力进行差异化统治的关键。从时间权力上讲，1980 年代进入全球

化的深度整合之后，进一步开启了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下的差异性时间。同 19 世纪以进

步观念为中心的、有明确方向的现代化时间不同，当代全球化的时间性在速率上趋于一致，却又

在深度上高度差异化。罗萨指出全球化时代极其显著地加强了不同社会与洲际的同步化进程，这

使得单一地区试图在政治、法律上控制全球化同步性变得困难，但“第三世界”与边缘化群体却

被“不同步化”，他们被排除出主流的发展速率之外，以至于“石器时代”与“赛博时代”在今

天是同时存在的。⑭罗萨准确地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诡异辩证性 ：全球化越是

加速全球信息的一致性，其越是拉大了全球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时间性的层面就早已结构

化地存在。增长与停滞就不再只是经济线性增长的涵义，也包含着差异性地争夺时间上的定义权。

综上所述，“稳态经济”在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维度上必然深处全球不平衡发展的外部强制约束之下，

任何一种局部的“稳态经济”都只是被动地处于“增长型经济”的支配之下。

如果这样看当代学者对“去增长”的讨论，不难看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后，面对着当代

全球化中出现的空间与时间双重不平衡发展，再寻求任何均质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方案都是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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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利于能源与生态的可持续性。诉诸“稳态经济”是试图取消资本的普遍权力，是深处资

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之中的后资本主义想象。如果历史主义地看这种想象，它迎合了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陷入停滞之后的消极情绪，通过挪用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稳态经济”来消解资本增长的巨

大副作用，显然“去增长”也具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

倒退现代化与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超越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意识形态症候，“去增长”理论必然深陷理性与想象之间的纠缠。

它极为理性的方面是深刻地意识到摆脱资本主义危机，不能只是表面地应对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更需要总体性地提出社会变革的新方案。在理性的批判之外，学者们又不可避免地怀旧式地理想

化一些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即使他们有意识地拒绝“去增长”的浪漫主义回归，但依然极为谨

慎地将自己的想象力限制在从过去汲取诗情。更尖锐地说，“去增长”理论始终从一些无条件“正

确”的理念——环境正义、分配正义等——出发去圈定理论与实践的范围之时，理论已经预先失

去了积极拥抱未知的胆略。

马克思就曾指出，任何指望从过去的事物中寻找未来的解放力量，往往只是重新复活了自我

抑制的力量。“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

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

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⑮从 19 世纪的“稳态经济”出发

去想象另类的现代生活，也正是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才会产生的历史意识，它不是一个在历

史上可以永恒持续的经济模式，却在资本主义出现系统性危机的阶段被想象成抽象的理想社会形

态，这种理论本身也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反现代主义的状况。

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总能在“倒退现代化”的时代大行其道。所谓“倒退现代化”（regressive 

modernization）是德国社会学者纳赫特威用来表述现代化转型中的内部矛盾与逆向发展的概念。

纳赫特威指出，“倒退”指当今社会落后于社会现代性所达到的社会整合程度。⑯相较于经济增长

或下降所呈现出的线性指数，这里说的倒退与进步指的是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内部的整合机制

是否协调，及其更广泛层面的社会公平正义（比如公平就业、阶层跃升机会、受保障的社会福利

等）是否得到进一步实现。“倒退现代化”不同于 2008 年金融危机那种爆发性危机，它更倾向于

形容漫长的现代化转型缺乏了进展动力之后的无力感，社会维持现代化进程中已有的成果实属不

易，但也无力消化现有的系统性矛盾，最终表现为社会内部矛盾的淤积与转型发展的受阻。

毫无疑问，“倒退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到“后增长资本主义”时代的状况。

一旦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成为新常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

金融化浪潮带来更深层次的增长危机与社会对抗之后，不再追求经济增长已经是客观的事实。在

这个阶段，“去增长”理论进一步要求“后增长资本主义”缩小经济生产规模，无疑是要求资本

主义进一步主动寻求“倒退”。纳赫特威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后增长资本主义”层出不穷的社

会问题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在过去，增长是缓和结构性不平等的关键策略，因为生产力

的提高通过向上流动促进了就业和社会整合。但如今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随着收入与财富的发

展和分配成为一场零和博弈，社会紧张日益加剧”。⑰在社会对抗性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毫无疑

问会出现政策的保守性收缩，显然这更将不会是“去增长”的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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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去增长”理论作为“后增长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它虽然反思了这个时

代的弊病，但它与它所批判的对象共同分享了“倒退现代化”的前提，甚至更加轻视“倒退现代 

化”所积累的沉重社会负担。因此，如何既保持资本主义批判的姿态，又能更加现实地具有解放

性的愿景，作为“去增长”理论替代者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立场或许更值得关注。

在古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违背宙斯的意愿将火种传播到人间。普罗米修斯自此就代表

着反叛者的形象，他象征着不遵循神的旨意，独立创造世界。当代哲学家雷·布拉西耶（Ray 

Brassier）区分了两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第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

启蒙思想反抗了神学对知识的垄断，强调人类可以凭借自身的理性与科学不断塑造属于人性的进

步。这种启蒙主义在 20 世纪受到了诸多批评，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唯意志主义

自大，因为普罗米修斯主义宣称“没有理由对我们能够取得的成就或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和我

们的世界的方式设定一个预先确定的限制”。⑱在布拉西耶看来，普罗米修斯主义受到批判的关键

并不在于无限制的理性野心，更内核的问题是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塑造人类的“给予的东西”与

人类塑造的“创造的东西”之间始终存在着“脆弱的平衡”。如果说，普罗米修斯主义突出了人

类创生性的一面，批判普罗米修斯主义就站在了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一面。“去增长”理论也可以

看成是对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它站在了给予人类能源的生态一面，而严厉否定了人类创造的

历史世界如何破坏了自然世界。

布拉西耶认为，这些类型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批判并没有辩证地对待人类内在的创造性原则，

批判者们只看到了人类在创造世界过程中否定自身有限性所带来的灾难一面，而没有充分重视人

类的自我超越性。尤其是这些批判混淆了“作为有意义条件的有限性”与“作为意义的条件的有

限性”，前者是人们从自然有限性的条件下，升华出更有意义的超越性 ；后者只是单纯地承认人

的纯粹有限性。⑲假如普罗米修斯主义的错误是过于大胆地透支了未来，那么，普罗米修斯主义

的批判者们又退回到无创造性的人类实践，过分收缩了人类存在的边界。因此，第二种普罗米修

斯主义修正了为所欲为的唯意志主义，承认理性活动的局限性，但不否认人类通过技术与发展始

终存在超越自身的潜力。

“去增长”理论在哲学上所欠缺的正是第二种普罗米修斯主义重新恢复的辩证性。“去增长”

理论片面地关注了人类发展的否定性方面，简单地将“增长型经济”与“稳态经济”对立起来，

一旦恢复了真正辩证的视角，“去增长”理论其实只完成了辩证认识的第一步，即从事物的肯定

方面注意到事物的消极方面。然而，否定性环节的出现更加完整地呈现出事物发展的全貌，对可

持续发展的议题来说，这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我否定与自我消耗所呈现的不可持续

性。至于生产力本身，“去增长”认为需要限制生产力，事实上，潜在的生产力恰恰是有待解放的，

这是将当前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生产力转向真正的公共性与全球性。限制生产力不仅无助

于摆脱后增长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同样会进一步加重“倒退现代性”的困局。因此，“增长”“发

展”与“转型”等当代社会经济议题，依然需要赋予真正的、具有解放意义的超越意涵，它的换

算单位不再是单一的经济体，而应始终保持在未来人类整体的向度之上。

结语

如前所述，“去增长”理论在“倒退现代性”的框架内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一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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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缩缩的理论形象，它试图用停滞去缓解危机，实际上却分享了资本主义在社会倒退上的基本内

容。浪漫一点说，它是一种同情式的防御性理论，而不是怀揣希望的解放学说。对于当代资本主

义来说，它依然可以以经济衰退为借口去保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依然会希望

通过创造有利于资本的条件去维持自己的竞争地位。不难想见，“去增长”理论很难转化为变革

性的社会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加彻底地反资本主义方案，以改变长期以来的全球性不

公正。

基于“社会的新陈代谢”的理论基础，除了作为收缩性方案的“稳态经济”，以社会整体利

益为发展中心的社会主义方案更加需要正面回应资本主义危机。南希 • 弗雷泽曾指出当代资本

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性质 ：“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都蕴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再生产‘危

机趋势’或是‘矛盾’。一方面，社会再生产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可能条件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

的无限积累倾向于破坏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稳定。”⑳与之不同，不仅作为政治制度，

同时也作为社会正义原则的 21 世纪社会主义方案，只有坚持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并且在

持续的社会再生产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发展才能一方面坚持生产力发展，另一方

面积极转化为国家的进步与社会福利的提升。这一过程将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

也不必回到“稳态经济”的缩小型社会生产的模式。这一前景不单是属于未来的，更应是属于

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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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ulture will provide a new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oncept of 
the maritime sea, its origin, its dynam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parties and the sea as objects and 
methods, and then to consider and discuss them as conceptual issues. The study of world maritime history must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seas,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ea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itime sea and sea areas. At the same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aritime world should also expand the scope of time and space from a glob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specially connect meteorology, markets and daily life, and apply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to 
study problems.
Keywords: maritime area; world history; global history; maritime world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olitical Meritocracy: 
The Retur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 of “Meritocracy”

Li Dongyang & Daniel A. Bell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multiple meaning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meritocracy”, it is 
necessary to re-identify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in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o construct a 
modern narrative of the political meritocracy. Based on the three meta-discourses of “powerful” “wealthy” 
and “ethical”,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meritocracy derives six main narrative principles, namely, conflict, 
punishment, sacrifice, management, edification and recruitment, and follows a certain logic of occurr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ter and subordina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six principles has shaped the 
political form of meritocracy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discourse field of modern political meritocracy 
should return from the discourse of power relations to the discourse of ethical relations, and reconstruct 
the horizontal narrative of ethical relations with modernity from the vertical narrative of traditional ethic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prudent consideration of family, state, international, human-nature, human-machine 
relations, etc., political meritocracy can provide positive discourse support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and 
will also provid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meritocracy; meritocracy; “meritocracy” narratives; worship of ethical sages

Constructing a “Thin Vers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Sun Xiangchen
Bai Tongdong

Abstract: Professor Sun Xiangchen, in his book On Family: The Individual and the Family, argues that modern 
China and ideal society require the preservation of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the family (including familial care) 
as dual ontologies. However, even within Confucian philosophy,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role 
of family. The task of philosophers is to construct their philosophy from a normative perspective. Both Zhang 
Xianglong and Zhang Zailin try to offer a more comprehensiv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a family-based 
philosophy, but such attempts cannot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pluralism in modern societies. We need to 
construct a “thin vers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is perspective, Su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individual and of its origin in the West is too metaphysical. In contrast,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ity may 
help us recognize the universal roots of individual beliefs and explore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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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y of Degrowth”: From Ecological Criticism to Political Criticism
Qi Tao

Abstract: “Degrowth”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criticism. Contemporary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Kohei Saito, have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the capitalist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roduction. He reinterpre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and nature and outlines a picture of post-capitalist society with the central ideal of “the metabolism of societ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degrowth” correctly characterizes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but this theory 
simply re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fails to dialectically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finite and self-transcendence. The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capitalism from theory to reality still 
needs to draw on the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reby 
continuing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a non-capitalist model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this sense,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lways needs to respond to the general crisis of capitalism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providing a global solution for the overall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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